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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工作场所文明行为是一种在组织文化下，基于社会和组织角色义务的，传
达礼貌和尊重的主动性行为,是一种向内要求自我控制，向外主张尊重传达的行
为，它对于个体自身性格的塑造、组织中人际关系的改善以及文明氛围的培养
都具有积极意义。在员工-员工、领导-下属、员工-顾客等关系中，工作场所文
明行为发挥着增进同事情谊、促进合作、增强领导力、建立信任、提升绩效等
作用。未来的研究应该进一步厘清工作场所文明行为与不文明行为的关系，运
用动态视角研究它们发生、发展和被感知的机制，以及这两种行为能否相互转
化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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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在积极心理学的影响下，职业健康心理学的研究重点从修复被破坏的东西转

向培育最好的东西，从修复工作压力产生的消极后果转向通过积极心理干预来提升个人资

源和幸福感(Meyers, Van Woerkom, & Bakker, 2013)。
工作场所文明行为最初作为缓解不文明行为消极影响的有效干预手段受到研究者的关

注。例如，CREW (Civility, Respect, and Engagement in the Workforce)干预减少了主管的不

文明行为，改善了他们的文明观念和工作态度（例如承诺，自我效能）(Spence Laschinger, 
Leiter, Day, Oore, & Mackinnon，2012)。一些研究者将工作场所文明操作为一种组织氛围—

—文明氛围：员工对工作小组成员间支持尊重的行为规范的感知，或一种组织规范——文

明规范：员工在多大程度上彼此尊重对待并避免粗鲁行为(Walsh et al., 2012)。这些研究证

明了文明对组织的改善作用，却将文明视为一种组织层面的概念，或是降低不文明行为消

极影响的工具，而不是一种独立的个体行为概念。这阻碍了工作场所文明行为学术的发展，

导致了不文明行为研究的局限。工作场所文明行为和不文明行为是紧密相连的两个概念，

它们的研究相辅相成。近年来，不文明行为的研究局限于 Andersson 和 Pearson (1999)的螺

旋升级隐喻，急需新的概念、假设和理论带来活力和突破(Cortina, Kabat-Farr, Magley, & 
Nelson, 2017)。

工作场所文明行为作为一种重要的积极行为，必须作为独立的行为概念来研究。同时，

组织作为个体发展和社会活动最主要的场所，是研究个体积极动态和状态的关键背景

(Fredrickson & Dutton, 2008)。因而，工作场所文明行为的研究不仅是积极组织研究的重要

组成部分，还探究了个人和集体的活力，为组织政策制定和员工实践开展提供依据。文明

的缺失是当今社会的普遍忧虑(Fritz, 2013)，公民对文明行为缺乏清楚的认识，便难以在实

践中去践行。因而，什么样的行为是文明行为，文明行为具有哪些特征，文明行为与其他

的积极行为存在什么区别，文明行为的影响是什么等问题急需研究者回答和解释。

本文在梳理工作场所文明行为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探究工作场所文明行为的性质，为

它提供较明确的定义，并回答：工作场所文明行为是积极的还是中性的？它与工作场所不

文明行为、组织公民行为等的联系与区别是什么？工作场所文明行为的发生机制、对个人

和组织的作用机制如何？为同事之间、领导与下属、员工与顾客的关系提供怎样的处理思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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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工作场所文明行为的内涵
文明最初与公民身份紧密相关，只属于少数人(Schaefer, 2015)，这导致一些学者认为：

文明是权力的来源，是一种人们普遍接受的获得社会优势的策略(Andersson & Pearson, 
1999)。当权者定义了文明并用它来压制不受欢迎的言论或少数群体的意见，从而维护自己

的利益 (Flaherty, 2014)。但“文明”不等于“霸权的文明”，“文明”为人类共同的善服

务，“霸权的文明”才与权力紧密相连，意味着压制反对意见以维持压迫的现状(Fritz, 
2013)。在人类逐渐实现身份和地位平等的当今社会，文明已脱离“霸权”的阴霾，文明的

定义应尽量脱离与权力的捆绑，更多地体现人性与义务。文明在演化的过程中不仅体现了

伴随身份而来的权利，更包含着义务。文明不应该只是工具性或功能性的，它还具有道德

影响(Andersson & Pearson, 1999)。语言学上，文明与礼貌、义务和教养等其他尊词并称；

Schaefer (2015)认为，责任和文明应该一起表达：文明的责任。尤其在工作场所，文明更是

与责任和义务分不开，它包含着伴随组织承诺而来的责任，并要求个体为维持组织成员共

同生活做出努力。

2.1 工作场所文明行为的定义及性质

现有的文明行为定义普遍较为含糊且操作性差（详见表 1），这源于两个原因：（1）
文明行为的性质没有定论。（2）文明行为本身十分微妙，不易察觉。对于实施者而言，他

们可能只是“做正确的事”，无意使目标或组织受益(Andersson & Pearson, 1999)。对目标

或观察者而言，文明行为的积极意图不明显，不会给人深刻的印象，如，有人为你按了电

梯，认真倾听了你在会议中的报告，在电子邮件结尾说 “祝好”。工作场所文明行为包括

我们大多数人在工作环境中所希望的尊重礼貌行为：尊重彼此利益、团队协作、公平解决

冲突、重视个体间差异(Osatuke, Moore, Ward, Dyrenforth, & Belton, 2009)，倾听、关注、相

互包容和共情、给予称赞、和善地说话、尊重他人的时间、遇到问题时帮助（而不是批评/
指责）他人(Fritz, 2013)。现有的定义共同揭示了工作场所文明行为的几个重要特征：表示

尊重、礼貌、关心他人。
表 1:工作场所文明行为定义总结

工作场所文明行为定义                                               性质               研究者及时间            

尊重他人的尊严，尊重他人的感情，维护相互尊重的组织规范的行为。     中性                Carter, 1998               
一个在职场尊重行为规范内的对他人礼貌和关心的行为。                 中性            Andersson & Pearson, 1999         
有助于保持工作中相互尊重的规范的行为; 
它包含的行为是与他人积极联系，建立关系和共情的基础。               中性        Pearson, Andersson, & Porath, 2000
文明假设一种超越自我的意识，并且需要传达对他人福祉的尊重和关注。   积极                Sypher, 2004
文明行为是作为一个群体公民，以积极的方式行动， 

使个人投入有利于自身和集体的能力。                                 积极                Marini, 2007
尊重他人，基本礼貌，以及营造积极学习和工作环境的行为。             积极                Gilroy, 2008
文明要求人们以尊重、负责、内敛和有原则的方式说话，

避免那些冒犯、粗鲁、贬低和威胁的方式。                             中性             Gill & Sypher, 2009
工作组内有礼貌和体贴的工作场所行为。                               中性             Osatuke et al., 2009
工作场所的文明指在人际关系中考虑他人。                             积极                Ferriss, 2010
工作场所文明行为是一种帮助维护工作场所相互尊重的规范的行为，     

包含了超越好的态度和礼节的其他因素。                               积极             Walsh et al., 2012
职业文明行为是一种交流的美德和实践智慧，是职业精神的一部分。       积极                Fritz, 2013
工作场所文明行为包含尊重、尊严、礼貌和愉快。                       积极        Porath, Gerbasi, & Schorch, 2015
文明包含大多数人在工作中渴望的那些尊重、礼貌的行为。               中性             Cortina et al., 2017

工作场所文明行为的首要特点是传达礼貌和尊重(Leiter, Spence Laschinger, Day, & 
Oore, 2011)。例如，美国一所大学将工作场所文明行为定义为“尊重他人，表示基本礼貌，

营造积极学习和工作环境的行为”(Gilroy, 2008)。Von Bergen 和 Collie (2013)认为，尊重他

人是文明行为的重要因素，体现了一种公共环境下的求同存异：尊重和有尊严地对待他人，

而不必同意和接受他们的价值观。正如 Andersson 和 Pearson (1999)形容的，商业领域的文

明表现为“形式但又友好，有分寸而又有礼貌”。现代工作场所愈发呈现出多样性，无论

是民族、宗教、性取向还是工作方式、生活经历、思维方式和业务处理流程，个体间都存

在较大差异(Potterton, 2018; Periard et al., 2018)，这要求员工容忍、尊重、倾听并在讨论不

同的观点时避免尖刻、冲突和人身攻击，保证积极互动的展开(Montalvo, 2013)。
其次，工作场所文明行为的基础是社会角色义务的履行。职业角色为组织成员提供行

为限制和组织期望的行为指导方针，是职业美德的重要元素(Fritz, 2011; Ferriss, 2010)。个

体的社会角色包含两方面：社会的公民和组织的员工。作为公民，个体应遵守社会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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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整个社会的福利为最高行动准则(Fritz, 2013)。社会文明行为是每一个公民努力追求的目

标，是公民生活的基础要素，包含理想信念、爱国情怀、道德品质、知识见识、生活方式

等五个方面（李毅红，邱华宇，2019）。作为员工，个体的首要任务是在组织规范指导下

完成工作任务。文明是工作场所评分最高的个人价值(Giraldi & Ikeda, 2008)，工作场所文明

行为旨在营造一个保证工作实践在最少干扰下进行的工作环境(Donnelly, 2008; Fritz, 
2013)。组织成员间的工作任务相互关联，做好分内之事是维持组织生产、关系正常运转的

关键。员工个人任务不达标，将拖累整个工作组的进度，损害同事的利益（例如，同事为

了弥补进度做自己分外的工作），不利于人际公平和组织生产目标，因而无法做到文明。

对领导或管理者而言，文明行为是基于对任务的清楚委派和对结果的负责/问责。

同时，与社会文明行为的普适性不同，工作场所文明行为是给定组织中全体成员的行

为目标。Fritz (2013)强调了文明的流动性和情境性质。工作场所文明的内涵和文明行为的

具体表现因组织文化和行业性质而不同。比如医疗行业对道德的要求比较高，文明意味着

医护人员对待病人的健康、安全像对待自己的一样负责，并维持和提升职业技能 (Clark & 
Kenski, 2017)。对于节奏较快的互联网企业，文明可能更侧重于信息及时反馈和工作效率。

最后，工作场所文明行为是一种主动性行为(proactive behavior)。主动性行为指员工为

影响或改变自己或工作环境所采取的预期行动(Belschak & Den Hartog, 2010)，是一种积极

的行为。工作场所文明行为传达了共同解决生活问题的承诺(Fritz, 2013)：员工自愿为共同

生活做出一些牺牲，并制定一个限制自由的执行标准，使代表所有成员的更大的群体能够

完成它的任务。文明行为不以避免冲突为导向，而以他人为导向——在人际关系中保持体

面，重视并体谅他人(Wilkins, Caldarella, Crook-Lyon, & Young, 2010)。个体有意识地考虑他

人利益，站在他人的立场上，反思自身的行为方式可能引起他人怎样的感受(Gilroy, 
2008)，在寻求个人职业发展的同时维护团队、组织利益。因而，工作场所文明行为强调了

一种积极主动的维持/维护，维持组织的良好发展，维护同事之间的良好关系，体现了对他

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尊重，是一种主动性行为。

结合以上特点，我们认为，工作场所文明行为是一种在组织文化下，基于社会和组织

角色义务的，传达礼貌和尊重的主动性行为。

2.2 工作场所文明行为与不文明行为、积极组织行为的关系

Andersson 和 Pearson (1999)将不文明行为界定为文明行为的反义词，可见它们之间存

在很多共通点。在 Cortina等人(2017)以强度、模糊性、对绩效的影响为衡量标准绘制的组

织行为二维谱中，工作场所文明行为与不文明行为处于极其相似的位置：强度低，模糊性

高，对绩效的影响小。频率、强度等因素是组织行为研究中衡量个体受到侵犯和伤害的基

本依据(Kent & Muurlink, 2014)。但由于文明的交互是一种隐性需要(Andersson & Pearson, 
1999)，这些表面特征无法全面揭示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的作用机制。不管行为的目的、

强度、微妙程度及表现形式如何，一旦行为目标感觉受到不尊重，社会得体的线就被跨越。

因而，工作场所文明行为与不文明行为研究共同面临的问题是：行为的研究重点不应是外

在表现或表面特征，而应是个体的感知。同时，研究者还提出了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

定义的新维度——不可见性(invisibility)，即行为更多地表现为非接触形式(non-contact)，如

言语、面部表情、姿势、空间使用等(Kent & Muurlink, 2014)。
工作场所文明行为与不文明行为的作用模式相似，它们在组织中的传播类似传染病，

不仅在行为牵涉者之间不断交互，变化，而且通过人际正义或情绪感染影响旁观者的行为

(Kent & Muurlink, 2014; Leiter, 2013)。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不是二元的，行为参与者的

角色是流动的，行为的实施者很快就会转变为行为的接收者，因此行为牵涉者的权力、身

份等因素对行为的影响很大，应采用网络分析的视角发掘新的实证问题(Cortina et al., 
2017)。同时，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的影响较少表现在组织绩效等显性层面上，而更多

作用于隐性层面，关系到个体在组织中的舒适度、幸福感，直接影响组织文化(Potterton, 
2018; Fritz, 2013)。

与帮助行为、人际组织公民行为、社会支持和积极偏离等积极行为相比，工作场所文

明行为积极程度低，模糊性高，对绩效提升作用小(Cortina et al., 2017)。对于接收者而言，

文明行为的积极性较低，不易察觉，个体可能不会在单次的文明行为经历中拥有较强的积

极体验，但文明行为的优点在于润物细无声，潜移默化地改善人际关系，影响组织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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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意图上，组织公民行为强调超越角色义务的自发性和对组织的有利性(Livi, Theodorou, 
Rullo, Cinque, & Alessandri, 2018)；组织中的帮助行为和社会支持则反映了较多的情感联结

和互惠(Ford, Wang, Jin, & Eisenberger, 2018)。比较而言，工作场所文明行为的积极程度较

低，它不一定给行为接收者或组织带来某种实质性的帮助或肉眼可见的利好，但却使人感

到舒服，使组织运转优化。同时，文明行为的出发点是为行为接收者考虑，不是一种表面

行为，与逢迎讨好行为区别开来；又因为其多层次内涵而高于“关心他人”的工作价值

(Porath et al., 2015)。

3 工作场所文明行为的发生机制和积极效应
工作场所文明行为是一种向内要求自我控制，向外主张尊重传达的行为。于个体而言，

工作场所文明行为体现了一种积极的内在动力，要求克制消极情绪，控制行为模式(Ferriss, 
2010)。于他人而言，工作场所文明行为传达礼貌、尊重、体谅，使他人舒服。因此，工作

场所文明行为是一种内部提升与外部优化相辅相成的行为。本文基于此逻辑框架，综合已

有研究绘制了工作场所文明行为的积极作用图（见图 1）。

3.1 工作场所文明行为的发生机制

工作场所文明行为要求员工维持积极的行为模式，这需要较强的自我控制。工作场所

文明行为虽然以他人为导向，但动机主要是自我的改善(Wilkins et al., 2010)。个体将自己的

行为指向一个特定的目标：较好地完成自己的组织中的工作任务，使他人感到适意，由此

提升个体的自主感，催生一种向上的动力。同时，成功达成个人目标能够形成一种完成感，

使个体感到自身是有能力的，行为是有意义的，获得幸福感的提升(Genugten, Dusseldorp, 
Massey, & Empelen, 2017)。因而，工作场所文明行为的核心在于个体对自我的掌控力，它帮

助个体在面临纷繁的工作事务和复杂的人际交互时保持理智，抑制不良情绪，提升个体应

对挫折的能力。Fredrickson 和 Dutton (2008)认为，积极的认知和行为模式能够累积形成一

种长久的个人资源，在未来的生活中帮助人们生活得更好。因而，个体能够在不断积累的

文明实践中养成积极的行为模式，提升职业素养和道德水平，实现自我促进。

但文明行为未必都由工作场所的“好士兵”实施，也可能来自于“好演员”。组织成

员实施文明行为的意图可能不只是做正确的事，或出于较高的道德水平，还可能出于印象

管理的动机。印象管理动机促使员工将他们的关注和同情放在对他人或组织有利的方面，

并避免风险行为(Donia, Johns, & Raja, 2016)，它未必出于完全无私的目的，但也是积极主

动的，不具有伤害意图。这种情况下的文明行为具有一定的工具性质，它成为塑造个人良

好形象并获得相应利好的方式，同时也对组织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还有一种文明行为出于回避动机，是员工面对压力或权力的一种妥协方式。比如，在

公司的某项决策中，大部分人支持了某种观点，其他人为了避免反对该观点会传达不文明

的倾向或引发矛盾，没有表达自己真实的想法。这样的文明只能达成表面和谐，阻碍了言

论的自由和思想的碰撞。研究者将这种情况视为“文明的阴暗面”(Cortina et al., 2017)。这

种看法将工作场所文明行为完全视为一种工具，文明不是为了组织的善/社会的善，而是为

了避免冲突所表现出的一种表面行为。其根本动机是独善其身，罔顾组织利益。这种情况

可能不属于文明行为，而是一种消极的表面文明，对组织十分有害。本文在接下来的探讨

中暂且回避了这种具有争议的情况。

3.2 工作场所文明行为促进自我提升

3.2.1 内部提升

与组织中其他的积极行为相比，工作场所文明行为发生频率更高，范围更广，表现在

员工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因而，个体有相当多的机会来实施工作场所文明行为，逐渐积

累形成一种习惯性的行为倾向。Edyvane (2017)认为，文明是一种特殊的“习惯”，传达了

“公民对自己的定位”。文明是一种“仁慈的态度”，文明行为根据习俗规范来进行自我

管理并谦逊、适度、克制、尊重地对待他人。

文明行为能够改善个体对工作的态度，提升个体在工作场所中的积极体验。研究发现，

工作场所文明行为能够提高个体的工作态度、自尊、工作满意度、组织承诺和亲社会行为

(Spence Laschinger, Finegan, & Wilk, 2009; Montalvo, 2013)，降低缺勤率和职业倦怠(Leiter et
al., 2011)。例如，Kang, Twigg 和 Hertzman (2010)的研究发现文明行为能够提升个体的自我

评价并增强对善意的感知，这有利于减少倦怠感并降低离职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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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工作场所文明行为也起到增强自我的作用。以前的研究者总是把积极的行为与

强大的内心联系在一起，认为实施积极行为的个体往往是自信、热情、充满力量的。工作

场所文明行为对个体资源的要求不高。对于一些缺乏自信或在组织中权力较小、地位较低

的人而言，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可能是实施文明行为的内在动力。在组织中，他们可能表现

得不够出色，但也认为自己是有价值的。根据自我验证理论(Boyle, 2017)，人们为了获得对

外界的控制感和预测感，会不断获得或引发与自我概念相一致的反馈，从而保持行动和自

我概念的一致性。个体在实施工作场所文明行为的过程中获得胜任感和效率感，因而感到

自己在组织中是有能力、有意义和有价值的。这些感受促使个体形成积极的自我概念，增

强基于组织的自尊，由此激发个体的内在动机，催生一些与工作相关的积极后果，如工作

投入、组织公民行为等(Zhu, 2016)。
3.2.2 外部提升

工作场所文明行为需要员工付出一定的资源，却未必给予员工相应的回报。一些员工

甚至担心自己因为在工作中表现好而遭到利用(Porath & Gerbasi, 2015)。事实上，工作场所

文明行为非但不会给个体带来损失，还会产生一些意想不到的好处，这些好处只是被藏起

来或来的较晚。

首先，工作场所文明行为塑造个体形象。工作场所文明行为与温暖、友好的态度相联

系，给行为接收者一种实施者有能力，工作专业，脾气好，待人和善，品行端正的感觉

(Edyvane, 2017; Porath & Gerbasi, 2015)。工作场所文明行为虽然较微小，常表现为非言语

形式，却影响了行为接收者的感受，例如一个微笑、一个点头都传达给对方积极的信号—

—“你很乐意与团队成员一起共事”“你关注他人的担忧”(Cuddy, Kohut, & Neffinger, 
2013)。周围人在与你相处的舒适体验中逐渐对你产生积极的评价和认同感。

其次，工作场所文明行为能够扩展社交网络，给个体带来大量有效的信息、建议、职

业机会以及人际交往中更多的信任。人们倾向于认为文明的人把工作完成的更好，并乐意

向其分享信息、资源、项目或支持(Porath & Gerbasi, 2015)。同时，工作场所文明行为使个

体的言论更受重视，并获得更多的领导和同事支持(Porath et al., 2015)。
    最后，文明的个体获得更多职业发展的机会和晋升的空间。研究表明 72%的人力资源

主管认为粗鲁是影响职业前景的不利因素，相反，在人际交往中传达更多合作、信任和尊

重词语能够为个体赢得更高的支持率(Porath & Gerbasi, 2015)。因而，工作场所文明行为可

以规避因行为的疏忽或不得体而导致的个人职业损失。同时，工作场所文明行为很大程度

上反映了个体对工作的态度——“你有多认真”“你有多大决心应对挑战”(Cuddy et al., 
2013)，这为个体赢得了信任和支持，增强了他们在同事心中的领导力，为他们走上领导岗

位奠定基础。

3. 3 工作场所文明行为优化组织发展

工作场所文明行为对于健康的工作环境至关重要。文明行为能够改善安全气氛，减少

工作场所伤害(McGonagle, Walsh, Kath, & Morrow, 2014)。人们在分享基本工作规范并相互

尊重时，工作得更好，成就更多(McDonald, Stockton, & Landrum, 2018)。不少研究者证明

了文明行为能够降低离职倾向，增强个体与工作的联结感，提升工作投入度和绩效

(Maslach, & Leiter, 2017)，从而提高生产力，增加组织收益(Montalvo, 2013)，促进组织整体

的积极运转。

同时，文明行为是组织关系的润滑剂，能够优化支持性的工作环境（Kang et al., 
2010），并在面对组织限制时减少人际偏差(Clark & Walsh, 2016)，防止一些意见冲突演变

为暴力或行为冲突(Edyvane, 2017)。社会交换理论和互惠规范证明：当受到尊重时，人们

会感觉自己更好，并更有可能回报以善意，一个积极的交互循环可能随之而来（严瑜，李

佳丽，2017）。这种积极的螺旋效应还没有得到研究的印证，但工作场所文明行为在人际

关系中的积极效应已经得到广泛验证，且在不同的交互关系中展现出不同的作用模式。本

文将从不同关系的视角剖析工作场所文明行为的具体作用机制，并提出一些研究范式，绘

制了基本的研究框架（见图 2）。

3.3.1 员工-员工的工作场所文明行为

文明行为展现了热情、友善和他人导向的特质，标志着与他人建立和保持积极关系的

动机(Porath, 2011)，释放了一种温暖、亲和的力量，使行为接收者感到愉悦、舒服。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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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行为缩小了同事之间的距离，促进交流的意愿，有利于减少分歧。同时，文明行为也

是工作能力的体现，员工关注其他同事，愿意遵守规范，并调节自身行为(Porath, 2011)。
相较于不文明行为排斥、驱赶他人(Schilpzand & Huang, 2018)，工作场所文明行为能够吸引

他人。当员工感受到同事的尊重时，他们感到安全，倾向于喜欢对方(Jensen-Campbell, 
Knack, & Gomez, 2010)并想要加入他们的行列(Cuddy et al., 2013)。实施更多文明行为的员

工使同事感到安全、可信，从而愿意与他们分享观点和信息，促进了同事之间信息交流与

共享，而文明行为展现的个人素养和能力又加强了交流的有效性，优化同事间的交流与合

作，从而提升绩效(Porath & Gerbasi, 2015)，并培养和谐友好的组织文化。

3.3.2 领导-下属的工作场所文明行为

Cuddy等人(2013)认为，温暖和力量囊括了 90%的个体对他人的积极/消极印象。传统

思想在强调领导力的时候总是凸显领导的能力和优势等较为强硬的因素。殊不知，在与下

属建立信任之前，领导对力量的展现反而容易激发下属的消极情绪，这削弱了他们的认知

潜能、创造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引发偏离行为。其实，下属在评判领导时首先不是看领

导有多厉害，而是看领导是否可爱，这就涉及到温暖、交流和可信赖等因素了。工作场所

文明行为的特殊性在于，它使人们被评价为温暖且有能力的(Porath & Gerbasi, 2015)，是一

种有效的领导策略。

Candidate 和 Leiter (2014)的研究发现文明行为能优化同事之间的关系，对主管和员工

的关系作用却有限，这可能是因为员工与主管的互动往往仅限于指导和命令，没有为友好

亲切的关系留下余地。他们的研究恰恰反映了现今工作场所中领导文明行为的匮乏。工作

场所文明行为是优化领导方式的重要手段，从先震慑再领导的路径转变为先影响再领导的

路径(Cuddy et al., 2013），展现给员工温暖、亲和力，缩小地位差异，减少领导与下属之

间的分歧(Andersson & Pearson, 1999)，使他们感到愉快、舒服、安全和信任，并极大提升

了他们的健康和幸福感(Porath & Gerbasi, 2015)。
同时，领导的特殊性在于他们还是组织的代言人，因而领导的文明行为使员工感到自

己享有关注，被组织接纳，对组织是重要且有意义的。员工利用领导的表情、行为来定义

自己。以尊严、尊重、沟通为特征的工作场所互动使员工感到被欣赏和有价值，从而提升

归属感(Jawahar & Schreurs, 2018)。根据自我增强理论，在工作中投入更多自我意识的个体

会通过更好的表现来提升自我。因而，来自领导的文明行为使员工感到自身的价值和强大，

加强了员工的组织承诺、工作投入，并增加了未来与其他人进行积极互动的可能性(Porath 
& Gerbasi, 2015)。
3.3.3 员工-顾客的工作场所文明行为

无论是员工与员工间的文明行为还是领导与员工间的文明行为，都建立在同一个组织

的大背景下，拥有隶属于同一组织的团体感，工作场所文明行为在这些关系中的作用类似

于润滑剂。而对于员工与顾客之间的互动而言，信任的建立十分关键也更为困难。工作场

所文明行为在这种关系中发挥的作用更像是敲门砖。

工作场所文明行为是开启员工与顾客积极交互的钥匙。员工对顾客的文明行为包含对

顾客反应的敏感度以及对自身表现的调整能力(Panagopoulos & Ogilvie, 2015)，传达了为顾

客利益考量的真诚友善的态度，比如，谦逊地询问，表达真挚的感谢，对顾客表示理解并

指出一件事对于双方各自的好处(Porath & Gerbasi, 2015)。这些使得顾客感觉自己的利益被

考量，对员工产生积极的评价：善于表达、工作努力、专业等，同时也增加了顾客的适意

感和安全感。这些积极的感受直接增进了顾客对员工的信任，并促成接下来的合作，为员

工带来潜在的资源。例如，在服务中体验较好的顾客可能在其社交圈中进行交流推广，增

加员工绩效，增强组织的信誉；对员工专业度评价较高的顾客也可能给予员工一些资源或

工作机会。

现实情境下，同一个员工为同一个顾客服务的次数是有限的(Walker, Jaarsveld, & 
Skarlicki, 2017)，这使得文明的利好很难显现，而不文明的代价却很低。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很多企业将顾客满意度作为员工工作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进行考量，顾客满意度评分直接

影响员工的绩效、奖惩。

4 未来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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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界定了工作场所文明行为的内涵，并阐释了它与不文明行为的关系，但这两个概

念的关系仍然存在一些不明确的地方。很多学者认为文明行为与不文明行为是对立的，但

这并不意味着一个行为只要不是不文明的，就是文明的。工作场所文明行为与不文明行为

似乎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例如，在与同事的来往邮件中没有写祝福语、在服务客户时没

有微笑不属于不文明行为。同样地，在会议上没有打断同事说话、做小动作或做自己的事

似乎也不能算是文明行为。工作场所文明行为与不文明行为之间是否存在一种过渡行为？

这需要更多的研究者进行探究和说明。我们认为在文明行为与不文明行为之间还存在一种

中性行为。中性行为和文明行为都符合相互尊重规范，不具有伤害意图。文明行为具有一

定的积极意图，是一种以他人为导向的行为。中性行为基于角色义务的完成，既无积极意

图，也无消极倾向，以回避冲突为导向。而不文明行为则是违反组织相互尊重规范的，具

有一定伤害意图的偏离行为。

同时，当前的研究发现工作场所文明行为与不文明行为不存在直接抵消的作用，往往

需要更多的文明行为才能克服不文明行为的消极性(Cortina et al., 2017)。同时，组织中的文

明行为干预研究通常持续较长的时间（如，一年）(Leiter, Day, Oore, & Spence Laschinger, 
2012)，短期的文明行为干预对员工不文明行为没有显著的影响。这些研究表明工作场所文

明行为的积极程度可能低于不文明行为的消极程度，或文明行为的作用不是立竿见影的，

其影响存在一定的延迟效应，需要长期的观察研究。具体的机制还需要更多的研究验证。

此外，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的研究应该采取动态视角。当前研究表明，个体对工

作场所（不）文明行为的判断可能并不是基于对行为的全面考量，而是基于行为信息的

“小切片”迅速做出关于尊重的判断(Porath et al., 2015)。哪些“小切片”使得人们感受到

文明？被感知为“文明”的小切片是否会在某些情况下被感知为“不文明”？一个被贴上

文明标签的个体在未来会更容易被视为文明的吗？一个被贴上不文明标签的个体未来可能

被视为文明的吗？例如，Scott (2015)认为，文明限制了可接受的言论，一旦被感知为不文

明，个体就会失去信誉和他人眼中的理性，他的批判性观念将不会被采信。因而，工作场

所（不）文明行为的研究重点不应局限于外在表现，而应该聚焦于其发生发展以及如何被

个体感知的动态过程。同时，（不）文明的影响是深远的，它对煽动者自身的长期效应是

什么？当前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的研究大多停留在煽动者为何会实施行为、行为对接

收者的影响上，而不关心接收者为什么认为这个行为是文明的或不文明的。触发文明/不文

明感知的关键点是什么，文明和不文明是否能够相互转化，这些动态问题急需研究者们进

行深入探究。

最后，促进组织文明是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现在的组织行为研究者强调文明行为对

于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具有较好的抑制作用，主张通过增加组织中整体文明行为的发生率

来阻挡不文明行为在组织中的蔓延。这是一个较好的研究思路。同时，Potterton (2018)提
出了自上而下的影响思路，认为增强组织的文明应当从领导人员着手，逐渐影响员工。此

外，研究还表明个体对组织文明氛围的感知直接影响了他们接受文明训练的意愿以及学习

动力(Walsh & Magley, 2018)，因而，培育文明的组织氛围十分关键。现有的文明培育模式

主要针对整个组织展开，缺乏个体化的训练和培养模式。为了促使员工文明地发展，组织

需要开发有效的培训和激励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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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place Civility: From Implicit Self-Promotion to Explicit
Organizational Optimization

YAN Yu；CAO Zhaoxue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School of Philosophy,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Abstract: Workplace civilized behavior is a proactive behavior that conveys courtesy 
and respect based on social and organizational role obligations. This behavior depends
on organizational culture.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influence of positive psychology 
o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research, the value of workplace civility has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scholars, and there has been discussion about its implication and nature. 
Because workplace civility is inwardly demanding of self-control and outward-
oriented behavior of conveying respect, it has positive significance for the shaping of 
individuals, the promotion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in organizations, and the 
cultivation of an organizational atmosphere. Based on a literature search, this paper 
provides an operational definition and basic research framework for workplace 
civility.

Keywords: workplace civility; self-control; respect; promotion; optim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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